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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抒写及地域特征 

吴延生
1
 

【摘 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作为知识分子重要场域的大学也同样走进了文学的视野,“大学叙

事”逐步活跃起来。本文以江苏“大学叙事”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阐述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抒写及其地方

特色,呼吁学界乃至社会对江苏“大学叙事”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予以全方位的关注。 

【关键词】：校园文学 大学叙事 《围城》 《文人》 

“大学叙事”作为一种题材划分,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文学,但数量很少。中国第一个尝试白话写作的江苏女作家陈

衡哲于 1917 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一日》;老舍《赵子曰》、陈白尘《漩涡》是 20年代“大学叙事”的代表;30 年代问世了沈从文

的《八骏图》、阳翰笙的《大学生日记》、叶圣陶的《英文教授》;到了 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则是“大学叙事”的里程碑之

作。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大学春秋》(人民文学,1981)《大学时代》(人民文学,1980)《红路》(作家,1959)《青春之歌》(作

家,1958)等政治化痕迹十分明显的小说。新时期以来,“大学叙事”形成强劲的创作势头。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写作。生活在高校

里的教师、教授们,大胆解剖、暴露当前大学校园真实存在并为社会所诟病的诸多问题。如《大学潜规则》(人民文学,2010)《风

雅颂》(江苏人民,2008)《中戏女生》(金城,2003)《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2010)《高等学府》(江苏文艺,2010)等;另一方面

是青春写作。这主要是一大批青年学子。如《此间的少年》(华文,2007)《北大女生》(中国工人,2003)《草样年华》(远方,2004)

等。这两方面创作都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也有一些回忆性散文,如《西南联大行思录》(三联,2013)《北大回忆》(三联,2014)《永

远的清华园》(北大,2013)等。其它如长诗《中文系》(北师大,1992)、报告文学《一个女大学生的足迹》(四川人民,11998844)

等。 

江苏“大学叙事”在陈白尘长篇小说《漩涡》,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等奠定基础后出现了可喜的创作成就。如程树榛长

篇小说《大学时代》,康式昭、奎曾长篇小说《大学春秋》,葛红兵长篇小说《沙床》(长江文艺,2003),格非长篇小说《欲望的

旗帜》(上海文艺,2013),黄梵长篇小说《第十一诫》(吉林出版社集团,2009),宋浩浩长篇小说《双山》(长征,2009),裴文长篇

小说《高等学府》(江苏文艺,2010)《文人》(江苏文艺,2016),尹平长篇小说《变革》(江苏文艺,2014),曹征路中篇小说《大学

诗》(《小说月报》,2014)《南方麻雀》(《清明》,2012),方方中篇小说《行云流水》(《小说界》,1991)《定数》(《山花》,1996)

《无处遁逃》(北师大,1993)等等,反映了江苏大学叙事的发展脉络,积淀深厚。 

本文所谓江苏“大学叙事”,是指作者出生、生活在江苏,对江苏“大学叙事”做出贡献;或是在江苏出生、成长以后走出,

在异乡“建功”的作家。因为从小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圈内,受地方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加之作家个体同生养地的文化母体无法割

断的精神联系,使他们难以抹去深受地域文化传统影响的深刻印痕。至于过境作家对“大学叙事”做出贡献的可作参照研究。 

一、智性的审美:正能量的校园文化 

在江苏“大学叙事”的创作表现上,尤其是 50 年代的小说,表达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满怀时代责任感的创作主题思想。

“大学校园小说中的‘大学人’,由于他们身份的特别、成长环境的特殊、文化教养的特出,因而在他们的人格世界里具有较高

的人格精神:热爱科学、向往文明、追求理想、崇尚自由、感受新潮。这些人格精神不断凝聚升华会转化为较强的人格力量,如

                                                        
1作者简介：吴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223001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苏‘学院题材’小说研究”（项目号：15ZWD003）、淮阴工学院社 

科研究课题“‘大学叙事’观照下的大学校园文化研究”（项目号：16HGS009）阶段性成果。 



 

 2 

道德力量、意志力量、智慧力量等等,从而对他人产生感染,对周围产生鼓舞,对社会产生影响。”[1] 

1.勤奋好学的禀赋 

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每一个即将升入大学的学子也都抱着这样的心理走向向往已久的大学去吮吸知识的乳浆。这是“大学

叙事”必须面临和面对的生活场景。如《大学时代》对北方大学工科学习情况的再现,既有以教师形象出现的徐鸣老教授、机械

系系主任顾巍为代表的授业者,也有被他们榜样的力量感染着的一群勤奋好学的受业者,如刘向明、赵敏、郭亚、刘岚、魏永斌

等。以刘向明为例,他出生工人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小便对刀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考取了技工学校刀具班。毕业实习

时便成功革新了一种刀具。因其在刀具革新方面所展露的出色才华被北方工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顾巍教授发现,并

在顾巍的直接关怀与帮助下进了港城开办的工农高考补习班,后考入北方大学机械系金属切削工具专业就读。但由于高考后在没

得到充分休息的情况下立即钻进他的技术革新中而病倒,直至开学后一个多月才得以入校报到。 

作为技工学校出身的刘向明学业基础较差,加之落下一个多月的课程,在学习方面面临较大的困难。“流水般的公式、概念,

从授课老师的嘴里涌出,思想上稍一溜号,回头来就跟不上老师飞驰而去的思路,下课后必须立即设法补上,方能在下节课接上茬

儿。现在,刘向明拉了一个月的课,当然就会懵头转向了。”由于王守维教授的故意刁难,《高等数学》课刘向明只考了三十分。

但在顾巍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倔强的刘向明利用寒假在校补习。不仅跟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在补考时还取得了良好成绩。在小

说第六章《不愉快的寒假》中还有侧面的旁证材料,如赵敏寒假回苏州,和女友游园时,“赵敏也去寻找地方,但就在剑池不远的

一块岩石上,坐着一个佩着‘交通大学’校徽的学生,他手里正捧着一本书在专心致志地看着;赵敏一眼便看出这位学生看的是

‘高等数学’。触景生情,她不由得喟然长叹一声。”从这些细节描写上看,当时并不是哪一所高校,而是众多高校的大学生们都

在为国家的发展而勤奋学习。 

2.科学研究的向往 

建国后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大学培养方式变更,这在 50年代大学生活中投下了时代的印记。如强调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

的结合,增加考试时的面试环节。这样的教学模式决定了勤奋好学的大学生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的科学研究的兴趣,这是实现课

程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大学时代》描写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后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在

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在这样时代背景的

感召下,全国高校师生对科学研究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大学时代》再现北方工业大学徐鸣、顾巍等教授们对金属切削刀具的

执着研究,对学术的专注,对大学生们科学研究兴趣的影响更是贯穿于书中。刘向明进入大学第二年,新开了一门专业课《金属切

削原理》,“这一研究刀具与工件矛盾统一体运动规律的新兴学科,刘向明对它向往已久了。”课余便倡议和赵敏、郭亚、魏永

斌等组织刀具研究兴趣小组。且全书基本围绕刘向明的刀具研究,直至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并且在校科学大会上宣读论文等

活动过程展开故事情节。 

3.高尚信仰的追求 

人生信仰是多层面的。有对某种主张或生存方式的执着。如陈白尘写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长篇小说《一个狂浪的女子》(芳

草书店),塑造了一个 20 年代上海大学生韩雨珍的形象。由于家贫,为了求学,独自努力奋斗,写稿卖文,维持在大学读书,不得以

甚至典当棉袍维持生计。这是个人信仰。当代作家张抗抗的短篇小说《夏》(《人民文学》,1980)写北国某大学中文系的女生岑

朗、吕宏等当代大学生明确地提出了消除社会各种消极思想影响,创造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如果说《夏》追

求的是社会信仰,那么《大学时代》中刘向明、刘岚、魏永斌等同学对团组织的关切与靠拢则是政治信仰。 

正如作者程树榛在其自传《坎坷人生》第二章里把其称之为“组织生命”、“政治生命”,说明在那年月人们尤其是青年大

学生把入团、入党看得神圣而庄严,是人生最高境界的追求。魏永斌属于作者描写的“中间人物”。自小在祖父的教导下好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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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进入大学后仍然独自刻苦学习,“他学习时的精神专一,也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比如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大伙儿争论得

像开锅的粥,他却可以借此时间做完高等数学的‘课外作业’;而在别人高声谈笑时,他又可以静静地背诵德文单词。”随着刘向

明各项工作展开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成就,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仅积极参加了刘向明的科研小组,后来还成为其中的骨

干力量,并积极要求向团组织靠拢。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其政治素养和科研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还在刘向明、郭亚的介绍下顺利

加入了团组织。这充分说明,“个体只有参与到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共同进程中,才能消除强烈的人生消极感。”[1] 

4.纯真情感的培养 

在人际交往中情感是维系彼此友谊的粘合剂和催化剂。作者也始终把情感描写作为创作的重要环节加以处理。亦如克地在

《美感》里谈到:“艺术创作中情感表现的独特之处是作者除对人物形象作情感的评价之外,还必须对作品中的人物的种种具体

的情绪和情感进行设身处地的体验,许多作家从切身的创作经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2]“大学叙事”的作者都是根据自己

的切身体验和校园经历,把这种对生活的理解熔铸于笔下的人物生活。如“北大三部曲”(《北大女生》《北大男生》《北大先生》)

的作者邮亭,时为北大研究生,根据自己所见所历反映北大校园生活。 

《女大学生宿舍》(《芳草》,1982)作者喻杉时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同样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女大学生 305 宿舍“五朵

金花”——夏雨、骆雪、宋歌、辛甘、匡筐的身上,表现她们互帮互助亲如姐妹的同学情谊。同样,《大学时代》的作者程树榛

于1949年读初中时就入了团,1950年阴差阳错地“脱团”了,1953年考上了天津大学机械专业,1956年重新提出入团申请并加入

团组织。在大学得到了同学们的关心、信任和理解。这段纯真同学之谊,深深打动了他,催发他在实习期间拿起笔来创作《大学

时代》。在《大学时代》里,刘向明因病延迟一个月报到,功课跟不上,以致补考。赵敏、郭亚、魏永斌等同学真诚地予以帮助,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 

二、理性的审丑:亚健康的校园文化揭示 

1.人生价值的贬低 

无论是文本反映出的大学校园,还是现实的大学校园,都可以看到令人揪心的现象,那就是“大学人”群体大多存在价值观

失落或者弱化的现象。首先,表现在理想信念的缺失。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

着“大学人”的思想。其次,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也侵蚀着“大学人”的心灵。“大学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迷茫、理

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里素质欠佳、道德

滑坡等问题。《高等学府》中的尚金堂和杨小兰,作为大学的教育者和管理者,本应以身作则,塑造为人师表的典范,但却各自背叛

自己的家庭,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尚金堂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未加以反省,甚至在他的妻子为他生下儿子后,望着杨小兰想:“我是

真的喜欢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妻子。我是真的喜欢妻子,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你。”作为有妇之夫,作为有夫之妇,他们

二人的这种不顾伦理道德的行为只会自毁其身。 

《双山》里教务处长曾芜辽是文化界人,可笔下却半点文化没有。“像样的文章写不像,书法更不行,绘画则一窍不通。”能

当上教务处长全赖贾弘毅副校长的提携。正所谓“学校的官职好比古代有位无权的闲职,无能得很”。而贾弘毅不服正校长一人

独揽大权,于是私下里栽培了不少党羽,曾芜辽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心腹。校长副校长的职务多半与学问无关,都只是摆设,只“想

着怎么往上爬”。在宴会上,贾校长为讨好马会长,说他留学归来的儿子到“京大”来的话,直接就做得校长助理。曾芜辽也跟着

拍马屁说愿意让出自己的职位。可见在京华大学也是有和《围城》中三闾大学一样的“关系户”。 

2.学术研究的不端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备受人们尊重,因为他们潜心治学,不断追求自我新境界,不断追求学术的发展。然而,“后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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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随着校园小说的日渐丰富,我们看到了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泯灭良知与苟且钻营构成了高校学术生态的灰色基

调。如裴文的长篇小说《文人》里的校长屠圣贤在位多年,在东方大学,“他早就没有独立的学术言论,也早已不知不觉堕落到连

一堂专业课也上不起来的地步。他拿了个国家项目,为了结项,全校十多位处长愣是在北京呆了一个暑假,各处打点,各处安排,组

织评审。这算个什么本事!”就是这样的不学无术之人,“从上任校长开始,申报院士工作就已经全面展开,科技处和人事处联合

成立了十个人工作小组。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长贾传贵亲自负责。”可“多年申报院士未果”。 

在关键时刻,一心想挤入副校长位置的美术学院院长武有田,利用好友奚奇的关系,带着支票、现金及银行卡飞往北京,借助

“满满现金的一只密码箱,四箱高级洋酒,支票、银行卡买通了第九位也是关键一位评委陈慎言,使得屠圣贤顺利通过院士评审。

后来还荣膺全国著名大师的殊荣”,“一次性获得一百万元奖励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政府部级行政官员工资及相关待

遇。”学术竟堕落到权、钱的苟合。一年一度省级规划成果评奖,在中山陵五号大院贵宾楼举行。规划办副主任谭凤仙找到评委

会副主任武有田为其表弟评上三等奖(去年武有田就为其搞到项目而评上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武有田收了谭凤仙两万元的好处

费)。当天《新金陵日报》刊发获奖榜单,“一等奖之上还有一栏特等奖,获奖者只有一人——武有田。”就连跟随武有田做评奖

秘书的韩瑶瑶都看明白了:“评奖只是金钱、关系、利益博弈的结果,跟成果的思想性、独创性、学术性没什么关联。”更有甚

者,为了睡上女博士生韩瑶瑶,武有田为其代写论文发表。学术竟然没有了廉耻,失去了学术的正义和尊严。 

3.规章制度的虚位 

制度文化不仅体现了学校的管理文化,而且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它彰显了学校办学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导向。“科学的

校园文化制度,能增强学校对师生员工的约束力、吸引力、凝聚力,有助于培养朝气蓬勃的学校风貌,增强师生员工对社会文化的

辨析力,以自觉抵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的侵蚀,使他们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把握准人生的坐标。”[1]但现实中的大学制度文化表现

出不健全、缺位、错位或人为干扰的教条僵化的现象。如《变革》充分细致地描写了津海工商大学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全

国或全省统一考试中屡次出现作弊现象。学生利用各种途径从有关权威人士手中购买试卷、答案,考试中发送到学生手机中的答

案与标准答案相吻合,有时直接就是教师阅卷评分的参考答案。试卷到底是怎么流出的呢?何曾进校长知道是学校出了大内鬼,可

是没有人动真格彻查。《变革》中还多次提到“点招”,这已成为高校公开的秘密。“点招”给学生家长带来希望,也给握有“点

招”权的人太多的发挥余地,分数不够用钱补。 

三、江苏“大学叙事”的地域性 

1.地缘感与亲切感的结合 

研究文学的地域性应关注作家的地域文化濡染,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具体的文化环境。形诸笔下,江苏作家对故乡情有

独钟。如宋浩浩的《双山》原名《蓝跳蚤》,后直接改用苏州北端张家港的故乡地名“双山”作为小说的命名,还因为小说的主

人公林涵韵就是双山人。故乡是作者心灵和创作的后花园。双山的人和事,作者不是作为言说者的身份,仿佛是亲历者的角色,娓

娓道来。读者读来没有“隔”的感觉,也似身临其境。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兆言,在中篇小说《五月的黄昏》(《收

获》,1987)写到南京鼓楼医院、石子岗殡仪馆、玄武湖、珠江路、汉口路、新华社、清凉山古石头城。另一中篇小说《挽歌》(《上

海文学》,1991)写到玄武湖、栖霞山、胜利饭店等。江苏丹徒作家格非《欲望的旗帜》写到紫金山、玄武湖、金陵饭店、新街

口等。黄梵《第十一诫》写到南京某大学,“这座大学建在石城山脚下,像个小市镇,唯一的区别是,它有许多树林和羊肠小道。” 

这里特别要谈到现为南京大学教授的女作家裴文在其《高等学府》中,写到中山陵、清凉山、鼓楼、妙峰山、玄武湖、秦淮

河、下关、琅琊路小学、成贤街、金陵饭店、大行宫、延龄巷等。特别是书内附有鼓楼、玄武湖、中山陵、秦淮河、鸡鸣寺、

前湖夏天、九华山等整面插画,其用心明矣!还细致叙述了“南唐二陵”,即李昪的钦陵、李璟的顺陵建陵时间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如此等等,不仅彰显了文化南京的厚重历史,也凸显了南京地域文化的独有韵味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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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裴文 201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文人》为例,提及甚至反复写到南京的相关地域文化景致,大致归纳下,有六朝古都南京

的街巷:秦淮河的露天音乐广场,把东方大学分为东、西院的楚汉路,马台街的小商品夜市,下关干货批发市场,驴子巷,长江大桥

建宁路,南艺后街,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山水景致:掘于南唐的“青玉井”,据说是南唐后主李煜命名的,长江中雪浪岛疯长的林

木,秦淮河的堤岸,四象桥边的水墨秦淮,东郊乌鸦山的尼姑庵的萧疏,玄武湖畔的翠堤园、亭子,郁郁葱葱的龙虎山,中山陵琵琶

湖畔的竹亭小榭的湖光山色,山峦绵延、水域密布的马虎山。建筑:蜿蜒的古城墙,堂皇的天妃宫,南京四号码头,秦淮区工艺品厂,

江北浦口的秣陵学院,江北仙林新校区,南京工业大学,东方大学院内的苏州楼、常州楼、镇江楼、徐州楼、盱眙楼、盐城楼、高

淳楼、扬州楼等。餐饮:螺丝转弯巷的各色小吃,金陵饭店金海湾日本料理菊花节,夫子庙秦淮人家的聚餐,韩瑶瑶招待秦坤喝的

南京正宗雨花茶,江边希尔顿饭店的餐饮,中山门外月牙湖畔的扬州富春饭店,紫金山庄敞亮、高挑的餐厅。天气:六七月间的“黄

梅”天气。流俗:历史上南京文人狎妓的习俗。这些充分验证了《文人》中反复强调的“南京用名称记录历史,不用建筑”的特

点。 

2.冲淡平和与悲悯情怀的结合 

从宏观文化学角度看,历史上江苏由于并非中华主流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对其渗化较之中原为浅。受吴文化特别是富于

柔性雅慧、韧性随和的“水文化”的熏陶,古往今来生于斯长于斯乃至过境文人墨客大多以审美诗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色调与毕生

追求,构成了江苏作家的“诗化文人”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这种流动性、构成性为我们理解江南人文传统、江苏地域文化

之于江苏作家的文化取向与审美选择的重要影响不无裨益。”[1]“这种诗意文化氛围从古至今缭绕不绝。在它潜移默化的熏染下,

江苏作家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潜藏着一脉文化乡愁。”[2]在这样水乡地域文化情韵滋养下的江苏作家,他们按照自己的审美理

想构建人生,表现一种淳朴自然却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呈现一片清新淡雅却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气质,彰显温柔中和的

“水韵江苏”的地域文化特征。从文本表现看,呈现出一种冲淡平和、节制婉约的叙事风格。 

(1)叙事策略有度。小说叙事是展开故事情节、展现生活的重要窗口与形式。从叙事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态度、价值维度,

因而对于小说家而言无不注重叙事策略。有的呈现宏大叙事,如汪洋恣肆,波澜叠起;有的细微展出,如涓涓细流。江苏大学校园

小说的作者们处于中间状态,表现出冲淡平和的叙事策略。中篇小说《行云流水》,从日常普通生活入手,拨冗去杂,直白人生困

境,复制出开放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作者探索这一社会问题,以略带无奈的笔墨写出了知识分子为生计而忙碌的尴

尬,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讽效果。知识分子贫困化是现实无奈的缩影。 

大学力学副教授高人云对教师工作恪尽职守、一丝不苟,以致超负荷工作而生病。在住院期间想的依然是学生的课堂和作业,

以及自己和严航未合作完成的论文。然而就是认真做事、诚信待人、追求心安的高人云,却在急速发展的生活中处处碰壁。胃病

发作买不起高价药只得走姐姐后门开药。高人云去理发因未带足钱而受理发店小姑娘的奚落和嘲笑,自己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人

格在小姑娘眼中变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菲薄的收入常令高人云捉襟见肘,他只能在饭店尴尬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大鱼大肉,而自

己只吃一碗便宜的面。论文要发表,必须先交费,可囊中羞涩。女儿复读还等着钱呢,末了,求助于父母解决。 

高人云住在陈旧的房子里用着陈旧的电器,即使拼命工作也无法让家庭生活得以改善,妻子和儿女的抱怨更是让他感到尴尬

和窝囊。他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守知识分子的清高品格,却被同事和家人认为是死板迂腐。高人云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教育

者,满腹笔墨,却无法摆脱生活的困窘状态,也无法得到社会和亲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只能自我揶揄和解嘲,无可奈何地面对金

钱化、物质化的社会而惶惶不可终日。作者以反思的角度,温和的叙述,不乏对置身世俗化的高人云们讽刺和嘲弄,但同时出现的

还有几分同情。“方方并未真正拒绝对作品中的一切进行价值评判,只是她的评判绝非道学家的评判;方方的评判不是主流写作

式的义正词严的痛斥,而是作呕或淡然一笑”[3],采取了一种平淡冲和的叙事策略。 

(2)刻画人物有度。小说家塑造人物,不只是为人物的思想、品格下注脚,而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人物成长过程的复杂性。“每

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

品。”[1]既然是一个有“生气的人”,他的秉性、气质、为人、情绪、嗜好等一定各不相同。江苏大学校园小说里,没有“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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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好”人,而是中和地写出了人物的成长的复杂性。《大学时代》里的刘向明等虽然好学上进,但也出现急躁的情绪反映。

《文人》中的武有田即便收受学生家长的现金,在仕途上逢迎媚上,学术造假,但毕竟未坏到那“份上”。既让人对他有“恨”,

也觉得这个人还有点人情味。 

四、江苏“大学叙事”的不足谫析 

江苏大学叙事在描写校园生活、呈现大学校园文化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江苏地域文化的彰显。汪曾祺的《日规》、

裴文《高等学府》《文人》、黄蓓佳的《腾之舞》(《钟山》,1992)、叶兆言的《死水》(江苏文艺,1986)等众多的作品明显地带

有江苏地缘诗学的色彩——温润中和。这既是其优点,也是其不足。首先在于江苏小说家文化认同上的“文人身份”在审美上最

突出的表现是才子气质,而才子气质使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诗意、唯美、情调等层面,具体表现为对宏大话语的疏离,追求

人性的淡雅与平和,这种追求限制了建构鸿篇巨制的能力,导致了大气魄大境界的宏大叙事架构的弱化。 

其次,从作者层面看,基本上是大学教授、学者(葛红兵为上海大学教授、格非为清华大学教授、曹征路为深圳大学教授、裴

文为南京大学教授、黄梵就职于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尹平为南京审计学院教授),其他如大学生群体、社会群体参与进

来较少。这与省外相比作者群体的多元化很不协调。再次从作品数量看,江苏作家多偶尔为之,不像省外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用单

一的一部长篇来表现大学校园生活,而经常以大学校园小说三部曲的形式,如马瑞芳“新儒林外史三部曲”的《蓝眼睛·黑眼睛》

《天眼》《感受四季》,袁越“大学三部曲”的《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等等。还有的作者试图通过多部或彼此独立而又

相互关联的一组小说全景式地鸟瞰大学校园的众生相,多角度地透视大学校园的“溃疡点”。如梁晓声的学子系列,包括《学子》

《贵人》《选修课》《表弟》等;史生荣的《感谢小姐》《美女教授》《骆驼实验》《五号病》《学者》《老板教授》《教授不教书》《所

谓教授》《所谓大学》《教授之死》等;汤吉夫的《副教授买煤记》《本系无牢骚》《新年年年有》《龚公之死》《漩涡》《宝贝儿》《葛

懿教授》《大学纪事》等。江苏“大学叙事”没有出现一个三部曲的形式,单个作家的系列也不多。 

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的神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只有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实现中国梦才有基础和动力。就江苏而言,

提出的文化强省才有支撑和保障。因为文化创造的作为,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文学来担当的。这就进一步凸显了江苏“大学叙事”

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也应客观地看到,新时期以来江苏“大学叙事”落后于有些省份。江苏作为现代“大学叙事”的最

早诞生地,是什么原因让陈衡哲、陈白尘、叶圣陶、钱钟书先生开拓的“大学叙事”沉寂下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入、深度、

深刻、深沉的思考! 

注释： 

1[1]吴延生:《现代文化视阈中的新时期初大学校园小说——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夏〉〈女大学生宿舍〉为例》,[上

海]《名作欣赏》2010 下(10)。 

2[1][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7 页。 

3[2]转引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7

页。 

4[1]刘刚、王文鹏、陆俊杰:《多维大学校园文化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6页。 

5[1][2]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9 页,第 270 页。 

6[3]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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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转引自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71 页。 


